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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出现的三次包产到户的情况，着重讲述

了 20 世纪 60 年代的安徽“责任田”实践过程，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的安徽家

庭承包制改革，以搭建包产到户思想与实践在前 30 年和后 40 年之间的联系。本文认为，

“责任田”实践是家庭承包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先声，并为家庭承包制改革奠定了群众基础和

一定程度上的干部储备。家庭承包制在安徽的成功，既有普通农民群众的创造，也有各级

干部的坚持。在宏观层面，则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为

其提供了坚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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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户则并非中央政策，而是当时的一种偏自发的行为。安徽的“责任田”实践以其范围广、影响大，成为当时包产到户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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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数十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这一改革的思

想与实践同样有其自身的历史渊源。譬如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思想与“放权让利”
改革之间就有着明显的思想继承关系。而在三年困难时期以后生产恢复期的“三自一包”①和改革

开放以后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之间似乎也存在若隐若现的思想承袭关系。本文从 20 世

纪 50 年代的永嘉包产到户出发，基于相关史料，着重对安徽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与三年困难时期同

样发生在安徽“责任田”实践之间的联系进行梳理总结。
从已有的文献看，关于安徽“责任田”实践已有不少回忆文章，大部分来自亲历者的回忆，如陆德

生、周曰礼、王光宇等人。②较为突出和集中的资料有两部，一部是安徽省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安徽省

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安徽文史资料》第 34 辑《1961 年安徽推行“责任田”纪实》，③其中既有

较为官方的全景回顾，也收录了一些亲历者的回忆，不仅如此，书中还收录了一些重要的文献作为附

录。另外就是责任田参与者陆德生撰写的《细说责任田》，④对责任田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做了较为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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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深入的描述。也有一些学者基于相关资料进行了研究，如葛玲、李嘉树等人。① 至于安徽农村包产

到户和大包干的回忆文章和资料则更多，比较可信和集中的资料同样来自亲历者及相关者的回忆或

者传记性质的著作，如吴象、张广友、陆大斌、周曰礼、赵树凯等人的相关著述，②其他如柏晶伟的《给

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王郁昭》③，以及王立新的《要吃米找万里———安徽农村改革实录》④等也

颇具参考价值。上述著述以纪实性为主，尽管各人的回忆尚不乏相互冲突之处，但对于安徽责任田

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过程有很好的描述。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论文也很多，20 世纪 70 年代末

到 80 年代初期的研究报告和论文，大多偏重为家庭承包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优越性的辩护。近

年来的研究论文对于改革过程中相关史实的修订令我们更好地了解了当时的情况，也有少量论文对

当时的制度提出了一定的不同意见。尽管也有少量的研究者认为“责任田”实践是安徽农村家庭承

包制的种子，但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制度演进却缺乏深入的探讨。本文即从制度演进和比较的

视角，着重梳理 20 世纪 60 年代“责任田”与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安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关

系，借以从一个侧面展现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社会变革的探索。

二、合作化推进过程中难以解决的激励问题

如果对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做一简要回顾，就不难发现，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如

何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一直都在探讨的话题。作为一个探索过程，中央的相关政策不停地在收

和放之间来回调整，而时松时紧的政策取向，则造成了农村基层工作的超高难度。在放的过程中，就

经常会出现来自干部或农民的各种试验。较为成功的试验往往会被有关机构归纳总结，其中有的会

被中央决策机构认可，从而在以后取得正当性; 有的则不仅不被认可，且往往作为路线问题受到批

判。由于农民思想上跟不上合作化运动的节奏，从而不断地会在农村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955—1956 年，农村合作化运动掀起了高潮，到 1956 年 1 月全国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合作化，当

年 5 月，又一跃实现了高级合作化。这样剧烈的变革让农民跟不上步伐，而基层干部也感觉缺乏激

励手段。1956 年 4 月，浙江永嘉县县委副书记李云河看到中央农工部部长邓子恢在农村工作部长会

议上的讲话，以及《人民日报》发表的《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受到鼓舞。提出在生产队以

下实施责任制，即“包产到队，责任到户，定额到丘，统一经营”，后来群众反映名字太长难记，于是简

称“包产到户”。同年 9 月 6 日永嘉县委召开全县高级社社长会议( 简称千人大会) ，进一步部署多点

试验，永嘉的包产到户就此铺开。
这个实践引起了温州官方的注意，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11 月 19 日刊登该报记者的调

查报告《包产到户究竟好不好?》并配发社评《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对永嘉包产到户进行了严厉的

批评。但永嘉的做法得到了时任浙江农业书记林乎加的支持，1 月 27 日的《浙江日报》刊发了李云河

的专题报告《“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不久后，基于上面的指示，

《浙南大众报》在 7 月 31 日再度发表批判包产到户的文章《打到包产到户，保卫合作化》。随后，永嘉

实验被叫停，8 月 15 日《浙南大众报》和 10 月 13 日的《人民日报》点名批评李云河。在“反右”的大

背景下，永嘉包产到户的主要策动者大都受到了错误的处理，或被划为“右派分子”，或被降职甚至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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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①

全国其他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实践。四川江津县龙门区刁家乡的几个村社，1957 年小春生产

时，在中共龙门区委副书记刁有宽主持下，应社员的要求搞包产到户试验。按照各户劳力和人口情

况，田土、种子、化肥分配到户，耕牛轮流喂养和使用，生产和收获由各户负责，各家收各家得，只根据

生产计划时定下的产量按比例缴纳公粮、统购粮食和一部分公积金。这种形式已经相当接近后来的

包干到户，因为未获得上级批准，遭到《四川日报》的点名批评。② 广西环江县委书记王定根据当地

居住分散的实际情况，参考当地群众的创造，在边远山区实行“包产到户”，在平原地区实行“小宗作

物下放到户”，也同样难逃挨批的下场，在 1957 年反右运动中被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③

三、20 世纪 60 年代安徽的“责任田”实践

与上述由县区级官员发动的永嘉、江津以及环江的包产到户不同，安徽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责

任田”实践是由省委发动的自上而下的农村改革实践。该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此前包产到户实

践的启发，因而也努力规避“复辟资本主义”的非难，但最终仍未能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同样遭受错

误批判。
( 一) 安徽“责任田”实践的启动和试点

1959 年开始，全国多个省份出现农业大规模减产，并出现“饿、病、逃、荒、死”等严重情况。1960
年 10 月，中共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又被任命兼任山东省委书记并赴济南就职。
曾希圣在山东采取了一些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安徽的情况也很严重，但中央并未掌握安徽的实际情况。为及时扭转不利局面，安徽省委早在

1960 年初就已经开始对农业政策做出一定的调整，但“这些措施没有触及到当时人民公社劳动报酬

上的平均主义的弊端，分配上的吃大锅饭依然如故”。④ 1960 年 8 月，安徽开始推广包产到组，即在

生产队下“划分三组，分别包产，一组包口粮，一组包饲料，一组包商品粮”。⑤

1960 年 11 月 3 日、15 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和《中共中央对省、市、区党委的指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纠正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曾

希圣召开安徽地市第一书记会议，传达文件之余对包括生产小组在内的“三级半所有制”进行说明和

部署。这些措施对于恢复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分配上平均主义大锅饭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在 1960 年 11 月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大区负责人会议上，有人提到合作社时期实行的田间管理包

工到户责任制很有成效，对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很好的作用，毛泽东插话说:“现在还可以实行嘛”。于

是曾希圣开始考虑推行包产到户。当年 12 月和次年 1 月他在两次和安徽省委和省政府的有关同志

谈话时均提出包产到户的想法。⑥ 根据曾希圣的指示，安徽省委在 1960 年 12 月底在舒城县晓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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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开始包产到户的试点。①

在 1961 年 2 月 7 日安徽地委负责人参加的蚌埠会议上，曾希圣着重讲了加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

题。他认为工业责任制把任务分解到每台机床，按件计酬，超产奖励。这个办法可以移植到农业生

产上来，并认为:“既然工业这样做不是单干、复辟、倒退，那么农业上这样做，单干、复辟、倒退的帽子

也不能扣到我们头上。”②

在这期间，副省长张祚荫介绍了宿县农民刘庆兰的事迹: 1960 年他在宿县等地蹲点时就听说宿

县有个老农刘庆兰，家里还有一个生病的儿子，自己去山里开荒，结果不仅自己生活有保障，还上缴

给集体多余的粮食等。刘庆兰对张祚荫说:“我自己劳动，自己养活自己，不要队里一分钱，而且把多

余的粮和钱交给生产队，我认为我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不是资本主义。”③刘庆兰还向公社党委建

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种。这成为安徽推行“责任田”的一个重要实践依据。④

2 月 14 日，在安徽省书记处会议上，曾希圣再次提出“我们必须研究、制定和推行适合我省农业

生产力状况的生产责任制……应该允许人民群众根据自己的实践，选择一个能够发展生产的方法

来。把工业生产中的责任制引进到农业生产中来，这是一个方向，是一个原则。”⑤会后，曾希圣向华

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汇报，柯表示“这个办法不推广，每个县先搞一个典型试验一下”。不久后，柯庆

施来安徽，在全椒县古河公社和几位农民交谈。几位农民多次要求包产到田、责任到人，并且质问:

“为什么不相信我们?”。⑥

2 月下旬，曾希圣派身边工作的张立治、赵岭峻、陆德生和周曰礼四人组成工作组去合肥市蜀山

公社井岗大队南新庄生产队进行“按劳动底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包产到户试点。四人小

组居住在村里，逐条商量落实“责任田”，并召开社员大会，宣布包产到户的具体做法，结果群众非常

拥护，粮食包产指标从原来的 8. 7 万多斤增加到 10. 7 万斤。试点大约十来天时间，其间曾希圣两次

前往南新庄过问试点情况，并与当地社员交流，获得一手材料。3 月 6 日上午，召开省委书记处会议

讨论南新庄试点材料，当晚组织蜀山公社干部群众座谈。⑦ 并连夜再次召开省委书记处会议，提出了

《关于包产到田、责任到人问题( 草稿) 》的具体实践办法，会后省委书记处书记分别到各地组织试点。
被收入《曾希圣文集》的《关于包产到田、责任到人问题( 草稿) 》是目前所见不多的记载了安徽

“责任田”细则的文献。该草案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介绍提出“责任田”的原因，包括宿县刘庆

兰案例、柯庆施来安徽所见、南新庄试点、劳模座谈会的拥护等; 第二部分是主要依据，其中解答了关

于“责任田”的八个疑问，并指出该方法的十大好处; 第三部分是防止可能发生的问题，主要包括“防

止各顾各”、“照顾困难户”以及“防止瞒产”等三项; 第四部分强调了“五统一”，即计划统一、分配统

一、不便分散的农活统一( 耕牛、育秧、用场) 、用水统一、抗灾统一，并给出了一些具体做法; 第五部分

则强调了“责任田”是一个新方法，希望各地“随时注意检查和总结，并报告省委”。⑧ 可以看出，该方

案除包工包产给农户有突破红线的嫌疑以外，其他做法尽可能与中央相关的文件精神进行了对接，

比如强调五统一，照顾困难户等等，以使这一方案符合集体经济的性质。然而该方法的名称以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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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晶伟:《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王郁昭》，第 77 页。但也有人认为这个试点并非包产到户试点。
陆德生:《细说责任田》，第 17—18 页。
安徽省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安徽文史资料》第34 辑《1961 年安徽推行“责任田”纪实》，第36 页。
根据张祚荫的回忆，他是在火车上对曾希圣谈及刘庆兰事，但陆德生和周曰礼回忆是在蚌埠地市党委书记会议上。见陆德

生《细说责任田》，第 16 页，以及周曰礼《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践》，第 619 页。
陆德生:《细说责任田》，第 18 页。
编写组:《安徽推行“责任田”的前前后后》，安徽省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安徽文史资料》第

34 辑《1961 年安徽推行“责任田”纪实》，第 6 页。
即下文《关于包产到田、责任到人问题( 草稿) 》中提到的劳模座谈会。
《关于包产到田、责任到人问题( 草稿) 》，安徽省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安徽文史资料》第 34

辑《1961 年安徽推行“责任田”纪实》，第 72—76 页。



文随处可见的“包产到田，责任到人”容易给人以包产到户的强烈感觉。① 客观地说，早在该草稿形

成之前，曾希圣已经有了包产到户的想法，并开始付诸试验，而草稿中所列举事实无非是帮助曾希圣

下定决心搞“责任田”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安徽的“责任田”实践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试验。
( 二) 一波三折的“责任田”实践过程

1961 年 3 月 10 日召开的南三区中央工作会议( 广州会议) 上，安徽的这个方法引起了很大的争

议。在不多的支持者中就包括陈云，他表示: 安徽搞包产到户，应当允许人家试验。②

广州会议的情况很可能迅速传回安徽。3 月 14 日晚，留守安徽主持工作的书记处书记桂林栖在

全省地市委第一书记电话会议上，针对有人认为“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是分田单干的情

况，果断将这一办法定义为“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③ 曾希圣自己也觉得需要向上请示报告，以

获得通行证，于是 3 月 15 日早晨面见毛泽东，毛泽东表示:“你们试验嘛! 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

搞好了，能增产十亿斤粮食，那就是件大事”。随即曾希圣打电话给桂林栖，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

以搞。”④安徽省委立即召开电话会议进行部署，原来的草稿经两次修订后形成的《关于推行包产到

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办法的意见》作为省委文件下发，这个“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方

法被农民群众简称为“责任田”。几天后毛泽东收到宿松县实行包产到户的一份报告，⑤反映“责任

田”存在的一些问题。田家英对“责任田”的做法也颇有微词，认为“依靠集体经济来克服困难，发展

生产，是我们不能动摇的方向。为了总结多方面的经验，我们应该进行各种各样的试验。包产到户

的办法，也不妨试一试，但是只能是试点。从宿松的材料看，包产到户，在安徽已经不是简单的试点

了，已经是在大面积推行。这种做法，应该制止。”毛泽东当即批示转给曾希圣。⑥ 在这期间毛泽东通

过柯庆施转告曾希圣:“责任田”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⑦ 根据安徽省委提交给中央的《中共安徽省

委关于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安徽省“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的办法是从 3 月 6 日开始

的，到 3 月 20 日接到希圣同志从广州发来的电话后即行停止。”⑧

3 月 20 日，曾希圣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写信，对安徽“责任田”的做法进行解

释，以消除误会，争取支持。在这封信中，曾希圣解释了“责任田”的优势和弊端，着重阐述了“五统

一”中两个最重要的统一———分配统一和大农活和技术性农活统一的做法，指出了“责任田”带来的

8 项明显的好处。信的最后写到“从上述这些试点来看，情况是好的，增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在干

部和社员中，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办法能够增产。当然，今后是否会出现新的问题，现在还不能完

全预料，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摸索，才能最后作出结论。”⑨但这封信并未得到回音。
此后亲历者的回忆出现了一些分歧，周曰礼的回忆为:“从此，‘责任田’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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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⑨

在陆德生《细说责任田》第 79 页的附录中，该文件的名称为《关于定产到田、责任到人问题( 草稿)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 1905—1995) 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3 页。
江鲲池:《桂林栖殚精竭虑推行责任田的前前后后》( 下) ，《党史纵览》2011 年第 2 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 4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58 页。
华东局农村工作办公室:《安徽宿松县包产到户试点情况》，安徽省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安

徽文史资料》第 34 辑《1961 年安徽推行“责任田”纪实》，第 150—154 页。该报告提交于 1961 年 3 月 15 日，用“包产到户”来概括安

徽的责任田方法。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 4 卷，第 563 页。
陆德生:《细说责任田》，第 27 页。以及编写组《安徽推行“责任田”的前前后后》，安徽省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安徽省政协文

史资料委员会编:《安徽文史资料》第 34 辑《1961 年安徽推行“责任田”纪实》，第 9 页。
中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1958—1981》( 下)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01

页。《1961 年安徽推行“责任田”纪实》和《细说责任田》均有附录收录责任田的重要文件，该报告但均未被收录。根据《责任田推行

的前前后后》记载，安徽省是在 3 月 28 日曾希圣回到安徽并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后才决定通知下面停止推广的，见编写组《安徽推行

责任田的前前后后》，安徽省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安徽文史资料》第 34 辑《1961 年推行“责任田”纪

实》，第 9 页。
原载《曾希圣文选》，转引自陆德生《细说责任田》，第 85—88 页。



安徽农村展开。据 4 月下旬统计，实行这个办法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 39. 2%，7 月中旬达到

66. 5%，10 月中旬达到 84. 4%。”①王光宇的回忆为:“这时我省搞的试验点已占 20% 左右，范围已经

比较大了。此时安徽省委决定不再扩大，在现有的范围内把试点办好。”②陆德生的回忆提到曾希圣

“让安徽省委办公厅通知下面停止推行，但由于‘责任田’办法一实施就显示出巨大的吸引力，仅仅十

几天时间，到三月底全省已经有 39. 2%的生产队实行了这个办法。”③

4 月 10 日至 24 日，安徽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广州会议精神，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

例( 草案) 》即草案版的“农业六十条”。在总结报告时，曾希圣着重讲解了“责任田”问题，从而进一

步推动了“责任田”试点的发展。根据前期试点的情况，并考虑到各方对安徽“责任田”的反映，会上

初步形成了《关于加强包工包产责任制的办法( 草案) 》，并作为会议文件下发。该文件分为三大部

分，与 3 月上旬的草稿相比，具体办法部分变化不大，如十大好处、五统一、划分责任田、定产、包工、
记工、奖赔、照顾困难户等等，对于牲畜、农具、肥料、种子、打场等做了相对细致的规定……这一部分

内容较以前只是细节部分作有增减修饰，如“用水统一”改为“农田水利建设和管水用水统一”等，最

大的不同在于开头和结尾部分。开头部分由原来的群众呼声及试点反应替换为更加符合当时相关

方针政策的用语，如“‘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 ’规定生产队要加强责任制，有的责任到组，有

的责任到人，从各方面搞好生产管理，调动社员的积极性”。“为了实现这一要求，必须进一步加强包

工包产责任制。办法就是大活包工到组，小活包工到户，按大小农活的比例实行奖赔。”④而在结尾部

分，特别强调了五个方面的工作，其中除第二项和第三项之外，第一项则是希望教育好农民，“责任

田”不是分田等等，第四、第五项显然是尽可能地靠拢当时中央要求的农村工作主要精神，第四项要

求“必须树立和加强贫下中农的领导优势，从组织上和思想上保证搞好生产”，对应中央关于整风整

社的要求，⑤第五条“必须勤作调查研究，随时总结经验”，则在相当程度上回应了同年 3 月毛泽东和

党中央对调查工作的有关指示。⑥ 而同样很可能是因为合规性方面的考虑，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安

徽这项改革措施的名称已经发生了多次变化，从“包产到田，责任到人”到“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

到人”，到“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再到“包工包产责任制”。
会后，安徽省委形成了《安徽省委关于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并上报党中央、毛泽东

和华东局。该报告篇幅并不长，大约一千字出头，前面大约 70% 的篇幅介绍了安徽“包工包产责任

制”也就是“责任田”的试点情况、具体办法和好处。最后两个自然段对安徽“责任田”的性质进行了

解释:“有些地方由于宣传工作做得不深不透，以致有少数群众把这个办法误解为‘包产到户’，甚至

误解为‘分田’，也有的希望多吃超产粮，故意把他说成包产到户，写信给工厂做工和给部队服役的家

属回家生产。实际上，这个办法不是‘包产到户’，更不是‘分田’，这和六十条中所说的‘实行严格的

田间管理责任制’，‘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是完全一致的。”⑦在该报告第一段出现了 39. 2%
这个数字，但其表述颇为含混:“到三月二十日接到希圣同志由广州发来的电话后即行停止。总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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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曰礼:《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践》，第 622 页。
王光宇:《关于责任田》，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第 22 页。
陆德生:《细说责任田》，第 27 页。
《关于加强包工包产责任制的办法( 草案) 》，安徽省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安徽文史资料》第

34 辑《1961 年安徽推行“责任田”纪实》，第 77—84 页。
《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 》，中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1958—1981》( 下) ，第 431—439 页。
《毛泽东同志的一封信( 节录) (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 》，中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1958—1981》( 下) ，第 440 页。《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

三日) 》，中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1958—1981》( 下) ，第 441—442 页。
中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1958—1981》( 下) ，第 502 页。



省试行这个办法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九点二。”①究竟是 3 月 20 日就停止了? 还是

到 4 月下旬达到了 39. 2% ? 未清楚说明。但 7 月 24 日安徽省委提交中央的报告中更为明确:“到四

月下旬，就有 39. 2%的生产队实行了这个办法。”②综合上述情况可以推断，安徽省委可能确实发出

了不再进一步推广“责任田”的通知，但并未认真执行或者事实上已无法阻止，从而试点规模继续

扩大。
对比安徽“责任田”方法和 1961 年 3 月的“农业六十条”草案，会发现“六十条”的条款个别地方

并不很明确，比如其中的第 29 条是这样写的:“生产队为了便于组织生产，要划分临时的或者固定的

作业小组，划分地段，实行季节的或者小段的包工，建立严格的田间管理责任制。畜牧业、林业、渔业

和其他副业生产，牲畜、农具和其他公共财物的管理，也都要实行责任制。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

到人。”最为关键的是如何理解该条款的最后一句“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这个含混的表述

恰恰成为安徽推行“责任田”的突破口和政策依据。
1961 年 6—7 月，安徽省委扩大会议在岳西县石关举行( 石关会议) ，一方面总结了近年来工作的

经验教训，一方面总结了责任田的成果，会后的 7 月 24 日形成了提交给党中央、毛泽东和华东局的

《中共安徽省委关于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报告》。③ 7 月 8 日会议期间，曾希圣在蚌埠

就“责任田”问题再次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未表示反对。④ 安徽“责任田”的试验就此进一步铺开。
《中共安徽省委关于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报告》是在“责任田”实行了一段时间之

后形成的，比之先前的两份报告，这份报告更为成熟，不仅体现在实施方案方面，也体现在与“农业六

十条“等当时的农业政策文件对接方面。
该报告第一部分，用了约占全文 40%的篇幅汇报了安徽“责任田”的实施方案。在该部分的第一

段中，将这个方法表述为“包产到队、定产到田、大农活包工到组，田间管理农活( 即小农活) 包工到

户，按大小农活的用工比例计算奖赔”，这一表述与以往又有所不同。该表述更具有集体经济的味

道，也更加靠拢“农业六十条”的相关规定。
具体实施方案分为三个部分: 包产、包工和奖赔。
包产部分着重讲了逐丘定产的方法，特别强调了“由生产队向大队签订合同，负责完成”，从而令

这一方法更为贴近当时的有关规定，特别是“农业六十条”。至于生产队内的生产，“则由担负大农活

的作业组和承包小农活的社员共同保证完成”，并认为这样“可以把集体的责任心和个人责任心结合

起来，做到人人关心产量”。
在包工部分，较为详细地解说了什么是大农活，以及大农活如何包工到组。对于那些“技术性

强、又适合个人做的农活，如养牛、使牛、管水、育秧等，也可单独包给确有专长的个人来负责。”至于

包给个人的田间管理，报告着墨不多，但特别比较了常年承包和按季承包，并认为“采取常年承包的

做法好处多，因为对大农活争先恐后的缺点是可用另外办法加以克服的; 分级承包的做法，对社员的

责任心还不能提到应有的高度，当然也可以试行，因为比繁琐的评工计分方法要好得多”。
该部分的最后，又用了一定的篇幅较为详细地说明了如何应对“责任田”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问

题———如何照顾困难户和防止争先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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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1958—1981》( 下) ，第 501 页。
《中共安徽省委关于试行田间管理加奖励办法的报告》，安徽省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安徽文

史资料》第 34 辑《1961 年安徽推行“责任田”纪实》，第 85 页。
《中共安徽省委关于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报告》，安徽省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安徽文史资料》第 34 辑《1961 年安徽推行“责任田”纪实》，第 85—97 页。
根据《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 5 卷第 2—3 页，毛泽东表示: 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 又说，如果责任田确

有好处，可以多搞一点。安徽责任田的一些亲历者回忆也多次提到这些话。但薄一波则认为“毛泽东并未反对”，参见薄一波《若干

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修订本) 》( 下) ，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114 页。本文认为，薄一波的认识是有道理的，故采用此说。



政策对接是报告着力较多的部分。首先是实施方法的官方名称的改变，即以“田间管理责任制

加奖励”替代了“包工包产责任制”以及此前的名称，田间管理责任制显然对接了“农业六十条”的第

29 条。但农民才不管你的官方名称是什么，始终称这个方法为“责任田”。其次是使用了更加符合

“农业六十条”的表述，前文已述此处不赘。第三，在报告的第二部分中，用了将近全文三成的篇幅回

答了外界的三个主要关注点:“这个办法是不是‘包产到户’，是不是‘单干’?”报告认为“它和过去包

工包产的做法是不相同的，但是这种不同没有改变其实质”; 随后报告又分别阐述了这个办法不会造

成两极分化，以及不会加重社员的私心等。从而认为，“经过几个月的试行，看来这个办法是不违背

社会主义原则的，是可行的”。同样根据该报告，当时已有 66. 5% 的生产队实行了这一方法。参考

1961 年 9 月 1 日粮食部副部长周康民撰写的《关于肥东等六县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情

况》，①这个数据基本是可信的。
1961 年 12 月，毛泽东向曾希圣表示改变了对“责任田”的看法，他认为有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

单位就不要再搞“责任田”了，但曾希圣觉得“责任田”效果不错，希望再试验一段时间。1961 年初七

千人大会的安徽分组会议上，曾希圣因实行“责任田”以及安徽瞒报灾情及影响等原因被免去安徽省

委书记之职，曾希圣本人在会上做了两次检讨，他承认了应对灾情不利等错误，但并未承认“责任田”
这条“错误”。安徽“责任田”试验被明令改正并就此终止。但截至改正之前，安徽实行“责任田”的

生产队占比已经高达 85. 4%。② 虽然党内仍有不同意见，但最终在 1961 年 8 月的北戴河会议上，“责

任田”问题被当作“单干风”受到错误批判。③

( 三) 安徽“责任田”实践的意义

安徽“责任田”的历史成就在于，给亲身经历过的当地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和美好回忆，为

此后推行“大包干”打下了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农村广大基层干部大多是“责任田”的拥护者和

推行者，对承包责任制的做法非常了解，有现成的一套经验，为“大包干”的实行提前培训和造就了干

部队伍。农民群众对家庭承包经营并不陌生，对过去的“责任田”很留恋，他们亲切地称责任田为“救

命田”，一旦政治条件具备，就会去实行包产到户和“大包干”。
根据一些记载，少数村庄在享受到“责任田”的好处以后，继续保持“责任田”不变，直到 1972 年

才被发现并勒令改正。小岗村大包干的主导者严俊昌、严宏昌等人的回忆中也提到 20 世纪 60 年代

“责任田”给大家留下的美好印象。而在偏僻的金寨县金桥村，该村在实行过“责任田”以后，林地始

终保持“责任田”状态，一直没有改变。④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安徽农村改革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王光宇、王郁昭、周曰礼、张祚荫等人都

曾经历甚至直接负责“责任田”的实践，其中，王光宇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先后在安徽担任省

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省委秘书长、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长期从事安徽的农业和农村工作，而时任曾

希圣机要秘书的周曰礼更是深度参与了“责任田”的制度设计和试验，为南新庄试点四人小组成员之

一。另一位与“责任田”和安徽承包制改革都密切相关的人则是当时的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他因

为提出“大包干”的设想被点名批判，在拨乱反正却无法落实政策时，被万里吸纳来到安徽，担任安徽

农委第二书记。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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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安徽省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安徽文史资料》第 34 辑《1961 年安徽推行“责任田”纪实》，第

110—119 页。
《中共安徽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中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1958—1981》

( 下) ，第 562 页。
中共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大事记 1919. 5—1987. 12》，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53 页。
熊登凯:《金寨县金桥村的林业责任制》，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第 296 页。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安徽省农委第一书记先后由万里和王光宇担任，第二书记是胡开明，农委主任是张祚荫，周曰礼是农

委副主任。



李先念在为《曾希圣传》撰写的序言中认为曾希圣“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驱”。并认为

“曾希圣同志提出和倡导的‘责任田’办法，对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普

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十分重要的启迪和引路作用。”①

四、安徽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进程

( 一) 安徽省委政策为铺垫

1977 年 6 月，万里来到安徽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拨乱反正，清帮治皖，更换了负责农业的

省委副书记，②留任了长期在安徽负责农业和农村工作的省委副书记王光宇。王光宇随即将“责任

田”南新庄试点四人小组成员之一的周曰礼推荐给了万里，周曰礼被任命为安徽省农委调研室主任，

并受命深入农村基层进行调研。万里还前往金寨县等老区调研，目睹当时农民生活的困难情况，坚

定了改革的决心。几乎与此同时，依据滁县地区革委会主任王郁昭发言改写的《关于落实党的农村

经济政策的调查情况和今后意见》提交到了安徽省委并得到省委的批转，为安徽落实农业经济政策

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同年 11 月安徽省委颁布《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 试行草案) 》，即“省委六

条”:“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 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 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

担; 分配要兑现; 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 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表

面上看起来，除了第 6 条的“鼓励”字眼以外，并未有什么出格之处，但在具体内容中，则包含了“尊重

生产队自主权”和“生产队可以组织临时的或固定的作业组，定任务、定质量、定时间、定工分( 即‘一

组四定’) 。只需个别人去做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等一些很具突破性的政策措施。③ 1978 年 2
月 3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对这个文件内容及其产生过程加以介绍，值得注

意的是，该文将前述文件内容从六条悄悄改为七条，即加入了一条“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④ 2 月 16
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必增产———安徽省定远县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状况的

调查》，更进一步揭示“省委六条”最为重视和突出的方面。⑤ 安徽省委的这个文件突破了长期以来

农业问题上“左”的政策束缚，在探寻农业发展的道路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1978 年安徽遭遇重大旱灾，为挽回损失，安徽省委决定: 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农民种，

谁种谁收。并从集体耕地中，给每人借几分地种菜度荒，即“借地度荒”政策。⑥ 受到尊重生产队自

主权精神的鼓舞，再加上借地度荒政策的实施，口子一开，安徽一些地方借机实行了包产到组、联产

计酬等方式，个别地方甚至偷偷实行了包产到户和大包干。⑦ 对既有人民公社管理方式的突破在安

徽呈现多点开花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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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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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序言》，《曾希圣传》编纂委员会:《曾希圣传》，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4 页。
当时称为省委书记，但相当于后来的省委副书记，因当时省委设第一书记，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
《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 试行草案) 》，黎田主编:《历史的印记( 文献篇)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7—55 页。
田文喜、姚力文:《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人民日报》1978 年 2 月 3 日，第 1 版。在发布“省委六条”以后，万里于 1978 年 2

月 5 日提出“尊重生产队自主权是《六条》中最重要、最受生产队干部和社员欢迎的一条”。参见万里《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万里

文选》，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3 页。
张广友、刘中棠:《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必增产———安徽省定远县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状况的调查》，《人民日报》1978 年 2

月 16 日，第 1 版。张广友时任新华社驻安徽记者，深度参与了当时对安徽农村改革的报道。据张广友回忆，万里“觉得( 尊重生产队

自主权) 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就建议把它分出来，单独写了一条。”张广友、韩钢: 《万里谈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百年潮》1998
年第 3 期。另外，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势，“省委六条”中也不乏对中央有关要求的妥协之处。

根据相关回忆，这个借地度荒的办法是胡开明在省委会议上提出来的。
在当时，包产到组和联产计酬都是不合法的，即便是著名的“省委六条”中，也特别提到“不许包产到组，包工到户”以及“不

要搞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等。



( 二) 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

来安县烟陈公社李渡大队魏郢生产队在研究“一组四定”时，参考高级社时期的“三包( 包工、包
产、包费用) 一奖( 超产奖励) ”方法，制定了“分组作业，定产到组，以产记工，统一分配”的实施方法。
他们将生产队划分为两个组，从而突破了包产到组的限制。为体现集体经济，他们还实行了“六定

( 劳动力、土地、产量、工分、奖惩、领导) 到组”和包括计划、分配、牲畜和大农具、用水等在内的“八个

统一”。“六定到组”显然与“一组四定”有很大的区别，甚至方向都很不同，从而形成了突破。另外，

尽管无法证实这一方法与责任田之间的联系，但“八个统一”和责任田时期的“五统一”似乎存在着某

种联系。就这样，在“百年未遇的严重干旱的困难条件下”，粮食和油料生产超计划、超历史，国家粮

油征购任务超额完成。而社员的人均分配收入预计比上一年增长 30%。因而实现了“灾年创高产，

一年大变样”。①

同样是包产，肥西县山南区走得更远，他们把几乎全部的耕地都“借”出去了，而且是他们包产到

户! 1978 年 9 月，面对严重旱灾的威胁，人称“汤大胆”的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在向县委书记常振英

汇报工作时，认为借地度荒的数量控制太严，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他进而建议“按原省委书记曾

希圣 1961 年在安徽推行的包产到户，把麦、油菜种上。”常振英同意了他的提议，并准许他在蹲点的

黄花大队试试看。于是汤茂林回到黄花大队召开党员会，讨论落实“省委六条”并传达常书记指示，

结果党员们“一致要求按照曾希圣书记 1961 年那样的方法干”。会上商定“四定一奖一罚”的方法，

即定任务、定产量、定工本费、定上缴，超产奖励 60%，减产罚 100%。并很快把全部的麦地和油菜地

包产到户。1979 年春节刚过，省县各自派了 10 人工作组，由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带队到山南公社，

“明是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宣传 1979 年中央 1 号文件②，实质是省委万里书记搞责任制试

点”。几日以后，周曰礼根据在山南公社调研情况向省委常委汇报，称“农民群众要求实行包产到

户”。万里点将王光宇发言。王光宇对“责任田”实践做了简要的回顾，对包产到户方法给予了支持，

并认为“首要的问题是要把干部的思想弄通，解决好”。最后由万里拍板，省委常委会同意将山南公

社作为省委的包产到户试点。此后，山南公社的包产到户试点扩大到山南全区，因为影响逐渐扩大，

也屡屡遭遇方方面面的阻力。其间，万里和王光宇都不止一次来到山南，为他们鼓劲并给予坚定支

持。1979 年午季，山南区取得了大丰收，包产到户的成效显著。小麦总产量接近 3 000 万斤，上缴

1 980万斤，而实行包产到户前相应的任务为 1 780 万斤，上缴 100 万斤。③

同样是来自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创造，滁县地区凤阳县的农村改革走了一条不大相同的路。
根据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的回忆: “1977 年冬至 1979 年秋，凤阳大包干的推行大致经历了‘联产计

酬、全县推广大包干到组、支持小岗包干到户、由大包干到组过渡到大包干到户’四个阶段。”④

凤阳县的马湖公社率先进行了包产到组和联产计酬，实现了对“不准包产到组，包工到户”和“不

要搞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双重突破。根据相关的回忆，马湖公社前倪生产队的包产到组早在 1975
年就悄悄地进行了。当时担任公社书记的詹绍周在该生产队蹲点，为搞好经济，想出了种植烟叶的

主意。但一试之下发现原有的方法无法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于是在该队对烟叶的种植、烤制和

销售实行了“包产到组，联产联质记工”的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该方法很快被上级发现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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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滁县地委、来安县委联合调查组:《灾年创高产，一年大变样———魏郢生产队实行定产到组、以产定工的调查》，黎田主编:

《历史的印记( 文献篇) 》，第 97—105 页。
汤茂林的记忆可能有误。周曰礼给省委常委会议汇报材料中称宣讲的是 1979 年 4 号、5 号文件。周曰礼: 《农村改革理论

与实践》，第 74 页。
以上内容除已有注释外，均来自汤茂林《肥西县山南公社实行包产到户经过》，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安徽农村改革口

述史》，第 259—268 页。
陈庭元:《体察民情 顺应民意———纪念凤阳“大包干”二十周年》，陈新兴编:《土地之子———陈庭元纪念文集》，安徽人民出

版社 2010 年版，第 220 页。



止。1978 年初安排生产队全年计划时，有社员表示，如果粮食生产也能按照烟叶生产这么搞，征购任

务再增加两万斤都没问题，于是詹绍周决定不动磙子的作物都实行“包产到组，联产联质记工”。开

春不久，王光宇到凤阳，看到马湖公社油菜长势良好很高兴，于是詹绍周汇报说: “我这是到组管理

的”。根据詹绍周的回忆，“当时不知他( 王光宇) 是否理解‘到组管理’的含义，没有吱声，但从他脸

上的表情来看好像有所知道”。随后他向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讲了包产到组的事儿，但还是有保留

地将实施该方法的 8 个生产队说成 1 个生产队。陈庭元听后有些吃惊，但还是明确地表态了:“这样

搞生产搞不坏。”①同年 8 月，万里到凤阳视察，陈庭元借机向他汇报了马湖公社的情况，万里当即明

确表示让马湖公社总结经验，并表示要去中央的会议上推广他们的经验。到了年底，因为当年大旱，

凤阳粮食生产减产，但马湖公社保持了平产，其中采取联产计酬的生产队或者增产或者平产，没有减

产。但马湖公社的包产到组也还有缺陷，据陈庭元的回忆，马湖公社路西大队汪家生产队有一户人

家，在分组作业时，各组都觉得他难缠，不要他。于是就把他挂名在一个作业组内，从组里分出一定

的土地给他“单干”。②

有了省委书记的肯定，包产到组联产计酬在凤阳铺开了，但很快有的生产队就遇到了新问题。
城南公社岳北生产队在分组的过程中，感觉到上缴集体再返还的方式比较繁琐，计算起来也相对复

杂，于是讨论改进的方法。最终他们明白了一点，就是不管采用什么办法，都一定要保证国家征购任

务和集体提留。他们便创造性地实行了这样的三包: 包征购、包公共积累、包提留，该给国家的给国

家，该交集体的交集体，余下的就直接在组内分配，简单了很多。③

在 1979 年春季的凤阳四级干部会上，岳北生产队的方法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大家觉得

这个方法可行，凤阳县就开始大面积地推广“大包干到组④”的做法。岳北生产队的做法简单概括就

是“一组，四固定，三包，七统一”，即分组作业，实行土地、劳力、耕牛、农具固定到组，包征购、包公共

积累、包提留，统一计划、统一使用贷款和投资、统一用水、统一管理农业机械、统一管理固定资产、统
一制定分配方案、统一管理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⑤ 3 月 22 日，以《岳北生产队实行“大包干”责

任制的具体做法》为题的研究报告由滁县地委和凤阳县委联合提交给安徽省委。而那首著名的民

谣:“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了国家的，留足了集体的，剩下收多收少都是我们自己

的……”，就在此时唱响。
小岗村的故事耳熟能详，本文就不做详细介绍了。其中有两点值得提及: 一是小岗村包到户的

想法与 20 世纪 60 年代的责任田有关，比如在小岗村严俊昌、严宏昌和严立学等人的口述回忆中提

到:“我们经历过 60 年代的三年困难，那时刘少奇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容许我们搞责任田，

社员干活的积极性很高，我们有了饭吃，对这些事情我们是记忆犹新。”⑥二是小岗村的包干到户与凤

·26·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21 年第 4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詹绍周口述:《凤阳县马湖公社推行包产到组、联产联质记工责任制的经过》，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安徽农村改革口

述史》，第 277 页。
陈庭元:《凤阳大包干》，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第 155 页。
钱念孙、沈葵:《凤阳: 大包干的发源地》，陈新兴编:《土地之子———陈庭元纪念文集》，第 434 页，

“大包干”这个名称很可能与滁县地委政研室主任陆子修有关。据他的回忆，1979 年下半年，他与王郁昭、陈庭元去岳北生

产队调研，想给这种责任制取个名，但都不太满意。他当时身边有一本《红旗》杂志，记录了 1960 年邯郸会议，时任张家口地委书记

的胡开明建议生产队、大队按比例上缴给公社，干脆来个分配“大包干”。毛泽东半开玩笑地批评说:“你胡开明呀胡开明，你糊喽开

明，搞什么‘大包干’”，从中获得灵感，建议给这种责任制取名“大包干”，这一建议得到了王郁昭和陈庭元的赞成。不过根据现存资

料，陆子修记忆中的时间可能有误。因在 1979 年 3 月 22 日由滁县地委和凤阳县委联合调查组撰写的《岳北生产队实行“大包干”责

任制的具体做法》中就已经使用了“大包干”的名称。
中共滁县地委、中共凤阳县委调查组:《岳北生产队实行“大包干”责任制的具体做法》，黎田主编:《历史的印记( 文献篇) 》，

第 287—290 页。
严俊昌、严宏昌、严立学等:《凤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的一些情况》，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 《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第

304 页。



阳大包干到组的关系。较早期关于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回忆都会提及这样一个事实，即小岗村是在分

组分不下去时才采取包到户的。至于包干到户的实施，可以参考关于小岗村最早最著名的调查报告

《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该报告是本地人、凤阳

县委干部吴庭美在 1979 年 12 月完成的，这个报告被万里当成小说一样地看了两遍，①报告中写道:

县委在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关于发展农业两个文件过程中，根据群众要求，在全县有

领导有步骤地推行了“大包干”责任制。开始，这个二十户一百一十五人的生产队划分为四个作

业组，后来不行，又划成八个组，还是不行。这块斗红了眼的地方，二、三户在一起也是“捣”。以

后社员就“偷偷摸摸”地搞了“包干到户”。……虽然他们也知道只准“包干到组”，不许“包干到

户”，但是他们总觉得这块穷地方，这样干得劲，能干好，结果还是这样干了。……实际效果究竟

如何? 还是让事实来回答: 今年全队粮食总产十三万二千三百七十斤，相当于六六年至七〇年

五年粮食产量总和。油料总产三万五千二百斤，群众说:“过去二十多年总共也没收到那么多的

花生。”芝麻、家庭副业也有很大发展，生猪饲养量达一百三十五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②

小岗村的情况也不出所料地遭遇阻力，出现动摇，好在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省农委第二书记胡

开明和省委书记万里及时了解情况，并给予坚定的支持，小岗村最终被认定为中国“包干到户”第一

村，成为中国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的标志。
( 三) 围绕安徽农村改革的论争

任何一件新生事物的产生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非难和阻挠，安徽农村改革也未能例外。
在包产到组乃至大包干到组在安徽轰轰烈烈铺开之际，1979 年 3 月 15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

表来自甘肃省档案局干部张浩的来信，并加编者按《“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指出: “已经

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安徽省委及时应

对，3 月 30 日，同样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展开反击。该报同时发

表编者按《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 因地制宜实行计酬办法》，但同日该版又发表了题为《生产队这个基

础不能动摇》的文章。
另一方面，包产到户更是一条难以逾越的红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

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草案) 》明确提出: 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

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不许分

田单干，也不许包产到户。后来经包括万里等人在内的高级官员的争取，在 1979 年党的十一届四中

全会最终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改为: 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

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

酬，实行超产奖励。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

外，也不要包产到户。
邓小平在 1980 年 5 月 31 日发表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重要讲话，热情地肯定了安徽肥西和

凤阳农民的创造，并指出:“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 变化很快。”他随即

讲到:“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

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

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

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因而，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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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张广友:《改革风云中的万里》，第 201 页。
吴庭美:《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黎田主编:《历史的印记( 文献篇) 》，

第 331—332 页。



为对包产到户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并进而强调:“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

够解放。”①这是对包产到户最及时、最有力的支持。
1980 年 9 月 14 日至 22 日，中央召开省市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生产责任制问题，会议在经

过激烈的争论之后，形成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②的会议纪要，即

1980 年 75 号文件。75 号文件的最大成果是对包产到户的性质作出了新的解释，认为它“是依存于

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尽管该文件仍存在相

当的妥协性，但仍使包产到户这种责任制的推行，由半明半暗的、自发的、不合法的状态转入了比较

公开的、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的状态，对指导中国农村改革起了重要作用。
1981 年 12 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前，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起草文件。多次召开座谈会，反

复修改，几易其稿。1982 年 1 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著名的中共中央 1982
年一号文件。文中提到:“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

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是建立在

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

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等。③ 至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了官方认可，并成为中国经

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标志。

五、结语

在本文结束之前，有必要对全文所述事实进行一个总结，以阐释彼此之间的逻辑联系及其意义。
首先，合作化时期的这三次试验或改革，彼此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承袭关系。永嘉的包产到户，

最早的时候就叫“包产到户”，但受到意识形态的重压，很快改为“统一经营，三包到队，定额到丘，责

任到户”。而安徽的“责任田”实践，根据有关回忆，曾希圣最早私下里的提法也是包产到户，最初公

开打出的旗号是“包产到田、责任到人”，随后同样在受到质疑的情况下，不断改换名称，从“包产到

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到“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再到“包工包产责任制”。其中，只有“田间

管理责任制加奖励方法”的名称听起来更为模糊，其他的名称则很难掩盖其包产到户的实质。至于

“文革”结束后安徽启动的农村改革，最初也是从责任田的经验开始的，在1978年2月的省委会议上，万

里点将王光宇介绍了 1961 年“责任田”的做法，随即派遣周曰礼带队前往山南公社进行试点，其试点

内容完全承袭了 1961 年“责任田”的做法。而作为省委一把手的万里，在包产到户尚未获得中央认

可的时候，则会根据不同的场合，交替使用“包产到户”④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 户) ”⑤等说法。在

有的著作中，直接将永嘉包产到户为代表的包产到户，安徽“责任田”为代表的包产到户，以及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称为三次包产到户。⑥ 改革开放时期安徽的农村改革，因为农民创造性地将包干和到

户结合了起来，化繁为简，最终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流。
其次，这一历程反映的是中共群众路线的胜利。按照毛泽东的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为: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几次包产到户的尝试及其最终的成功无不体现了这一点。1983 年的

一号文件对包产到户作了很高的评价，说它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民伟大的创造，马克思主义关

·46·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21 年第 4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15—3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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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勇、高化民主编的《大论争: 建国以来重要论争实录》中，认定了三次包产到户大论争。在杜润生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农

业合作制》(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2 年版) 中，同样认定为三次包产到户，相应章节的标题分别为“包产到户的初次出现和受到批判”、
“包产到户再次出现和再批判”以及“包工到组、包产到组的发展及包产到户的重新出现”。



于合作化的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而在万里看来，从群众实践到中央发布一号文件的过程，

“正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

搞? 谁知道! 还不得‘摸着石头过河’。石头是什么? 就是实践，就是群众，就是要到实践中去摸群

众的意愿，群众的要求，摸清历史的脉搏，历史的趋势。这是我们的传家宝，但长期的‘左’倾错误使

我们把它弄丢了。农村改革中把它恢复起来，发扬光大，所以搞得比较成功。”①

最后，改革开放时期安徽农村改革的成功源于当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万里同志 1979 年 12 月在《安徽省人代会上关于农业问题的讲话》中明白地表

述了这一点。他认为“必须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对这个问

题的学习和讨论，广大干部、群众解放了思想，认识到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遇事应当听听群众

意见，分析分析具体情况，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解决。这是两年来我省各项工作能够冲破一些不

切实际的条条框框，不断向前发展的关键所在。不断向前发展的关键所在”。而“各种形式的责任

制，都大大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而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把集体生产的成果同社员个人的物质利益

结合得更紧密了，使多劳多得的原则在分配上直接表现出来，从而更有利于提高出勤率、提高工效、
提高农活质量，增长效果更加显著。”②

From Ｒesponsibility Farmland Practice to Ｒural Household
Ｒesponsibility System-Anhui Perspective

Wei Zhong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three waves of contract production to households in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focusing on the practice process of “responsibility farmland” in Anhui
Province in the 1960s，and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Anhui Province from
the late 1970s to the early 1980s，so as to buil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contract
production to households in the first 30 years and the last 40 years.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practice of
“responsibility farmland”is an important prelude to the rural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reform，and
has laid a mass foundation for the latter，as well as a reserve of cadre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success of
the reform in Anhui lies in the creation of ordinary farmers and the insistence of cadres at all levels. At the
macro level，the ideological liberation movement marked by“practice is the only standard for testing truth”
has provided firm support for it.
Key Words: Contract production to households，Ｒesponsibility farmland，All-round contract system，Zeng
Xisheng，Wan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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